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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乡土观念对近代东北移民会馆的影响
◎韩佳利

（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会馆出现于明清时期，是服务于客居异乡之同乡的地

缘性社会组织。起初，会馆主要设于都城，面向赴京参加科

举的学子，在商品经济的促动下，各大商业重镇逐渐出现针

对商贸活动的会馆。及至晚清，东北弛禁，大批关内移民涌

向此地，有别于传统会馆的东北移民会馆由此兴盛，是东

北移民史中不可忽视的关捩。更进一步看，乡土观念深植于

东北移民的精神世界，在与东北地域文化、晚清时代背景

等因素的动态交互过程中对东北移民会馆的沿革、发展起

到重要形塑作用，具备丰富的研究价值。

关于近代会馆的发展，当下学界业已形成一定研究成

果。窦季良的《同乡组织之研究》以重庆一地为重心，从乡

土观念、组织演化、集体象征、功能分析等方面对包括会馆

在内的同乡组织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1]何炳棣的《中国会

馆史论》思籍贯观念的视阈下北京郡邑会馆的起源与演变，

并考索各地会馆的分布图谱。[2]王日根的《中国会馆史》以

宏观视角俯瞰中国会馆的嬗演脉络、地域差异、功能机制

及文化内蕴。[3]以上研究成果构建了会馆研究的整体框架，

为进一步的研究导夫先路。然而，东北移民会馆作为会馆

研究以及东北移民研究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学林

对此问津者寡，除范立君《清代东北移民会馆的兴起与近

代转型》一文梳理其发展脉络、转型历程及对东北地区的

影响外[4]，并无研究成果涉足于此，故而相关研究依旧存在

较大空间。

一、中国人的乡土观念

（一）乡土观念的概念

恋土怀乡，人皆有之，然而中华民族的乡土情结更为深

重。我国自春秋时即有“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之说，

各地区间风俗、方言有别，是乡土观念深厚的关捩之一，两

个地区的人们在一起时，同地区的人之间自然是说着他们

本地区特有的方言，谈论着他们共同生活过的环境、食物、

文化和人物，同地区的人便会有同乡间特有的情谊，便是乡

土观念，这种观念是在两千年以来礼教、文化、方言和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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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与制度长期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一直以来实行封建土

地所有制，人们生活需要依靠土地，因此土地在国人心中

的地位很高。[5]土地属于固定资产，所有者以此为生，世代

相传，以便生产。多年来根深蒂固的经济生产方式使得人们

对土地都怀有一种深深的眷恋，甚至深化为感激和崇拜，

这就是深深的乡土观念。

乡土自然环境是乡土观念的重要来源，是所谓“儿时

钓游之地”和“祖宗庐墓之乡”的所在。那里的山川原野、

涧谷溪流的特有风光和季候寒暖、霜风雨雪的特征，都是

其乡土人自儿时起的回忆。这些事物的表象与意义在经历

长时间的沉淀后深深的投射于内心，产生留恋。所谓“故园

风物”大多是这些乡土自然环境的事物。一旦抛开了这些故

园风物，走至陌生的异乡，目睹异乡不同或类似的风物，便

会触起回忆，从而思念着故乡。由乡土自然环境、社会关系、

文化性格与地缘性历史传统共同促成的乡土观念是同乡组

织精神层面上的支柱，在他乡面对有别于乡土的异质因素

时便会激发[1]111，故而当同乡人在陌生的环境下相逢时，这

种观念带来的情感尤为强烈。

（二）乡土观念对近代东北客籍商人的影响

“雅会集江扬，快海上鸥盟来依北塞，德星聚溟渤，

幸客中燕集同话南邦”“偶现宰官身，待看满县皆花，把酒

共邀辽海月，同为羁旅客，休道劳人似草，登楼闲话秣陵

春”[5]172 这两幅楹联来自营口三江会馆，1887年，由三江同

乡所建。离开家乡的人们奔赴千里来到同一个地方生活，看

到熟悉的景象，往往会联想到家乡的风光，正是这种对乡

土的留恋，使得有相同背景的异乡人汇聚到一起。

乡土特有的文化陶冶每一个乡土人。因此同乡人有着共

同的生活习惯、信仰、方言，一旦离开了乡土，与异乡的特

有文化相接触时，例如不同的饮食习惯、听不懂的方言以及

不同的文化追求，面对这些不同，乡土观念便觉醒起来，因

而，这些“同为羁旅客”聚在一起“把酒共邀辽海月”，也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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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孤独的心以慰藉。这些来到东北的商人于是建立起供

同乡人交往的移民会馆。

二、东北移民会馆概况

（一）会馆的文化内涵

依据目前发掘的史料大致可以确定会馆的出现最早在

明朝永乐年间，安徽芜湖人在北京设置的芜湖会馆：“京都

芜湖会馆，在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明永乐间邑人俞漠捐

资购屋数橡并基地一块创建。”[6]

《辞海》以“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

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定义

“会馆”。而学界普遍认可的定义是中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

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团体，其旨归是“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

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4]。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公立的

建筑，广义的会馆则指同乡组织。

会馆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有着密切联系，会

馆的建立需要资金的支持，因此商人在会馆中起到了重要

作用。会馆形式各式各样，比较常见的是由同乡商人结合而

成的“商帮”。同乡又同业的背景使他们在对抗土著商人和

其他籍商人方面联合起来，互帮互助，有助于维护他们的

利益，久而久之，集中在一个地域的同乡人愈来愈多，会馆

正式成型。会馆通过选举产生主持会务的“会首”，选举产

生的人一般要具备足够的资格例如年长或有突出的财务贡

献，各地会馆的会首往往是大商号经理人。

明中叶到清代咸同时期各类会馆呈现一片繁盛的景

象。会馆类型大致分为试馆、商业会馆和移民会馆。例如明

中叶以后，京师会馆大多服务于科举考试，在地方主义大

行其是的时代，官员期待更多的同乡子弟登科入朝，以为党

助。服务于商贸活动的商业会馆则与此大相径庭。而移民会

馆以带有文化、娱乐色彩的同乡聚会活动为主，这既可以

敦睦乡谊，还可以帮助移民更快地适应异乡生活[7]281。清代

后大量关内移民移入东北，东北地区会馆类型主要是供同

乡人联络感情的移民会馆。

（二）东北会馆概况

清入关以后，统治者控制着东北地区丰富的特产和资

源，认为盛京、吉林是满族的根本之地、清朝的龙兴之地，

土地应归于旗人。经过清朝两百多年的封禁，东北地区的生

态平衡得到了保护和修复，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资源正是适

合开垦耕种的地方，吸引了大量流民来此开垦。到了咸丰年

间，东北封禁政策逐渐松弛，1885 年封禁令废除。弛禁的主

要原因在于封禁政策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东北地区地广

人稀，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状况本来就落后于中原沿海，这

种倒行逆施的政策严重阻碍着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清朝初年人口数量从顺治年间的约七千万人到道

光年间增长到了四亿人，中原地区耕地面积不足造成了社会

矛盾日益突出，清政府只好将中原地区的人民向北迁移。除

此之外，咸丰朝以来，中国被迫同沙俄签订了《瑷珲条约》

《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清政府要支付给列强的赔款数

额过高，在国家经济捉襟见肘的条件下清朝不得不扩大经

济发展领域，开垦东北。诸多大臣思考解决流民问题的方

法，接连不断上奏移民实边的建议。清廷对东北从局部弛禁

开始渐渐全面开放，数以千万的移民走进了东北，并在这里

繁衍生息。这其中也包括不在少数的商业移民，东北地区的

商业移民以河北、山东、河南为主，并将他们原有的经营模

式带到了东北地区，在逆境中依靠智慧自身发展。

汉人迁来以前，吉林地广人稀，需供简单，营商渔猎没

有显然的界划，自然也没有特定的商人。自清嘉庆、道光以

后，越来越多的内地人迁来东北，日常需品的种类数量与

之俱增，需要特定的人和组织来经营商业。但是来到东北

的人们大多是实在贫困得无法维持生活才被迫迁到东北来

的，这些人连吃饱穿暖都成问题，更不用谈经营商业了，于

是直、鲁、晋、豫、苏、浙、广等地商人乘机来东北投资，因

此东北的商人基本都是客籍。

在东北这样一个移民占大多数的地区，移民会馆随之

兴起。一方面，远离家乡的同乡人需要一个互相交流可以联

络同乡情谊的组织，营造共同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中国

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根深蒂固，对外乡人的猜

忌与偏见，催生出诸多矛盾，在土著商人和客籍商人间也

是这样，因此建立会馆可以形成组织与土著商人和当地官

府进行有效沟通。此外，还便于对贫苦的同乡人施以援手。

由于移民本身带有商业性，与都市和工商市镇的商业会馆

目标相同，但移民从事的生产多数是开发性的，所以与商业

会馆并不相同，具有自己的特色。

根据范立君老师在《清代东北移民会馆的兴起与近代

转型》对清代东北地区移民会馆的整理，可以看出：东北

的移民会馆大多以庙、寺、宫、观为名存在，例如康熙二十

年晋商在海城兴建的山西会馆为关帝庙，在盖州的山西会

馆为关岳庙，辽阳、朝阳、铁岭、岫岩、新民、吉林的山西

会馆为关帝庙；在海城、辽阳、金州、岫岩的山东会馆为天

后宫；在盖州的山东会馆和福建会馆为北海神庙；在辽阳

的河南会所为娘娘庙；辽阳的直隶会馆为财神庙；沈阳的

浙江会馆为珠林寺。从资料中可看出移民会馆主要分布在

交通便利的地方，便于商业发展。及至明清，海洋贸易兴起，

闽浙商贾纷纷远赴东北，相关移民会馆由此兴起，如三江

会馆的原型天后宫等。[4]

三、移民会馆的功能

移民会馆的存在对于维护移民在客居地的利益、化解

移民与土著民的矛盾、联谊同乡情谊都起到了重大作用，这

也是一种民众自发的组织。

祭祀与丧葬是移民会馆的两大主要功能，我国旧籍所

载有所谓三大事，“食”“丧”“祭”。居于首位的食自然因为

“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生存的必需品。而“丧”“祭”两

项，则是渊源于我国的伦理和神道。“祭”以表示对故者报

恩崇德的虔敬，“丧”是人的“大事”，所谓“亲丧固所自尽

也”。同乡人有共同的神明信仰，因此会馆共祀神明、同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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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祭祀源于先民敬天畏神与怀祖的心理，在大传统与小

传统动态交互的过程中，源于儒家的礼乐文化逐渐渗透至

生民日用之间。

（一）移民会馆的集体象征——乡土神

具体事物经过客观社会实际与先民文化性格的删汰，

逐渐符号化、抽象化，成为集体象征，是为人群组织的团结

的徽志。同乡组织的集体象征是为同乡人所集体认同的徽

志，具备凝聚人心的功用[1]130。人们背井离乡后，多入乡随

俗，诸多乡土习俗均与当地风俗融为一体，唯独最具特殊

性者能够在时间长河的冲刷下不改本色，同乡组织所祭祀

的“乡土神”便为个中典例。      

所谓“乡土神”指同乡人在家乡共同供奉的神灵，离

乡寄居后也仍然共同供奉。在清代，客商“去父母之邦”而

“营利于千里之外”，福祸难料，未知的恐惧促动其求庇于

神灵。[8]商人们出行前、出行中会对妈祖和马王爷马神进行

多次供奉祭拜以求出行安全。此外，经商者所畏惧的便是亏

损甚至破产，商人在经商过程中，最担心的情况就是经营

亏损甚至破产，故此商人热衷于举行供奉财神、行业神的

诸多仪式以示虔诚。

移民会馆供奉信仰的多为乡土神、守护神。就以财神为

例，人们生存发展必须依赖金钱，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因

此，商人供奉财神是需要在精神上得到庇护。例如东北地区

的山西会馆多以“关帝庙”命名，因为作为山西人的关羽既

是信义的象征，又是可以带来财的财神，而晋商经商又以树

立信义为第一要素，所以关帝成为晋商首拜的庇护神。晋商

的蓬勃发展，与其信奉关公，以忠诚信义为本的原则密不可

分。并且建立在民间信仰基础上的会馆神灵相比于法律对

人的道德约束力更为强大。

“乡土神”得以单独的自然的遗留下来，成为同乡的集

体象征，这与宗教、神道以及文化保守是有很大关系的。神

话流传和仪式的固定化使得人群生活的中心是神。而“乡土

神”对于他们的生活更加贴近，影响他们的程度也最大，

“乡土神”便这样的被遗留下来，选择下来，成为同乡组织

的集体象征[1]132。

不过我们也可以发现，同一个神灵会为不同省份会馆

所供奉，例如锦州的三江会馆和岫岩的山东会馆都是天后

宫。天后宫所供奉的是林默娘，她是宋代福建湄洲屿的一

个女子，传说她通水性并熟知海洋变化的气象规律，又乐

于助人，多次救助海难的乡亲与海上过往船商，在一次海

难中身亡。人们尊奉其为海上保护神的“妈祖”神灵，会馆

亦加以供奉希望借助神灵的护佑，使在客居地的商众平安。

自康熙来多次受治国者的褒封。人们逐渐把她奉之为神，顶

礼膜拜。这也是多个会馆都供奉同一个神灵的缘故。

（二）移民会馆对同乡人的互助功能

在移民中有不少因病因灾沦为贫弱、孤苦的同乡人，会

馆共同出资帮扶病弱者或举行丧葬，这是会馆救济功能的

体现。我国的丧葬文化源远流长。自殷商以来，统治者均给

予丧葬礼仪以高度重视，《仪礼》作为三礼之一，为当时贵

族从丧至葬的诸多环节设立严密周详的规范。

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也与血统观念联系紧密，人们最早

以家族聚族而居，因此为了让亡魂能如生者般聚而不散，聚

族而葬的风俗应运而生。据《周礼·春官》所载，当时各个家

族设有专掌族墓的冢人及专管邦墓之域的墓大夫。及至今

日，人们仍然信奉“落叶归根”的古早命题。[7]在异地的同

乡人士对于祭祀和丧葬尤感其迫切，恐怕旅居在外“葬无

所归，祭无所赖”。如“浙江会馆”的“敦义庄”、施送棺木

的“江南会馆”。还有同乡死丧的吊唁，如“江西会馆”规定

“阁人家如有死丧，不必论家尊，但除 20岁以下不计外，凡

男女成丧者俱着住持往吊，膊以二金，少尽乡情。如住持失

闻而丧家自来称报者，亦宜补助”[1]143。

梁漱溟有言：“离开家族的人们没有公共观念、纪律习

惯、组织能力和法治精神,他们仍然需要家族的拟制形态。”

会馆就是一种既以家族为摹本但又超越家族的社会组织，

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3]451。

会馆所树立的精神支柱是乡土神以及会馆的创业者，要求

众会员既能保存本乡传统，又能适应社会变迁。满足同乡人

在外籍寻找乡情依托的需要，也能成为同乡人走向仕途时

可以依靠的团体。

从清末东北移民态势的角度看，东北移民会馆是特殊

时代背景下的产物；而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乡土观

念又说明东北移民会馆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关内移民走出

榆关后，逐渐在东北扎下根系，具备一定原住民的心态，不

再以“他者”的视角凝视此地。外敌寇边以来，东北移民会

馆逐渐衰微，但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发展，渐趋觉

醒的中华民族意识与东北移民复杂的乡土观念不断融合，

其精神内质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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